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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
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一文中指出，“理想信念
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
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
定的最好诠释。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
型刘国鋕，出生于四川一个富裕家庭，因叛
徒出卖被捕入狱。特务劝他，只要交出组
织、登报脱党，马上可以释放。面对劝诱，
他斩钉截铁回答，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
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刘国鋕，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
革命英雄人物代表。他是沙坪坝区党的干
部，在沙坪坝的大地上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
党史上伟大的篇章。

他1921年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世家大
族。1940年在西南联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45年来到重庆，先后在南方局刘光
同志、重庆市委委员彭永梧的领导下工作。
1947年被任命为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负责
领导沙磁区党的工作。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被
捕。重庆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认为刘国鋕“这
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少爷，不可能真搞
共产党”，只不过是“青年人爱新鲜，喜欢赶
时髦”，制伏刘国鋕不会有多少问题。但当特
务们开始审问刘国鋕时，才渐渐认识到这个

“大少爷”原来是块“硬骨头”。特务要刘国
鋕交待党的秘密，刘国鋕只以一连串的“不
知道”作答。特务转而直接告诉刘国鋕他的
上级已经叛变，所有相关问题都已经交待。
没想到这样的攻心奸计，对刘国鋕也毫无用
处。刘国鋕反而报以冷笑，回答到“既然
刘、冉（叛徒）二人什么都知道，你请问他
们好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
都不知道”。

斗智失败，特务便对刘国鋕用上了老虎
凳等酷刑。六七个小时的折磨，还是让特务
一无所获。解放后，徐远举回忆：“刘国鋕居
然在坐老虎凳时态度非常强硬”。敌人软硬兼
施，均无法撼动刘国鋕的坚定意志，只得把
他关入渣滓洞看守所慢慢折磨。

刘国鋕在渣滓洞关押时，对敌人没有半
点屈服，反而还用自己的反抗经验鼓舞难友
们团结起来，跟特务斗争到底。狱中难友被
他的事迹深深感动，反抗斗争也进行得越来
越坚决。徐远举见他不但没有屈服的迹象，
反而组织反抗，对他恨之入骨，不久将他转
囚到看守更加严格的白公馆看守所。1948年
7月，特务将刘国鋕纳入了屠杀名单，以此威
胁他放弃理想信念。刘国鋕面对死亡威胁也
毫无畏惧。

乱人看死亡威胁也起不到作用，又无耻
地利用起刘国鋕的亲属来，企图用亲情削弱
他的反抗意志。徐远举允许刘国鋕的五哥与
他见面。

见面之后，五哥看着刘国鋕苍白的面
孔，褴褛的衣裳，心中又急又痛，话到嘴
边，已哽咽难言，他说：“我们弟兄从小没有
了亲生父母、相依为命，我这次专门回来营
救你，指望把你早点弄出去，一家人团聚。”

徐远举看到他们兄弟情深，趁机也说
道：“过去我要你登报脱离共产党，现在也不
要你登报了。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我
就释放你。”

刘国鋕早已看出徐远举的阴谋，毫不犹
豫地回答：“不行”。

五哥看到刘国鋕如此坚决，担心他的生
命安全，止不住留下泪来，继续说道：“你就
签个字吧！你怕什么？签个字出来，我立刻
把你带到香港，然后再送你到美国去，一家

人也就放心了”。
刘国鋕兄弟几人，自小孤苦相依，感情

特别深厚。看着五哥伤心的样子，他也不免
跟着难受。徐远举看他兄弟两人难过的样
子，以为奸计就要得逞，满脸堆笑。没想
到，刘国鋕还是毅然站起身来说道：“五哥，
我理解你同家人对我的想念。徐远举真要释
放我，何必要你来呢？他是用你来要我的组
织。你走吧……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
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
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真理是扑不灭的！中
国革命一定成功！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
己。”

徐远举看奸计被看破，马上就叫特务把
刘国鋕押走。临别之际，刘国鋕对五哥
说：“给我送一张全家的照片来”。刘国鋕难
舍对家人的眷念，但也下定了牺牲的决心，
要一张照片已经是在与亲人决别。这样坚定
的革命意志，显然特务难以理解得到。徐远
举因为这张照片，感觉又看到瓦解刘国鋕意
志的希望。不久后，又派人提审刘国鋕，只
要他签字脱离共产党就放了他。没想到，刘
国鋕依然不为所动，而且更加坚决，他说

“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朴素的几句话，完整
地展现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无限
忠诚。

1949年11月27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日
子。刘国鋕面对特务的枪口放声高呼：“你们
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就义前，他再一次宣
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无上光
荣，死而无憾！死而无愧！

刘国鋕的生命虽然定格在了二十九岁，
但是他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英勇事迹
却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

在磁器口古镇金碧山下有一片崖壁，
镌刻着“华子良脱险处”六个鲜红的大
字。这是一处见证了渣滓洞、白公馆狱中
党组织一次伟大胜利的红色革命遗迹。

“疯老头”华子良，是《红岩》小说里
的重要人物，他的史实原型叫韩子栋，是
白公馆看守所狱中临时党支部的委员。
1946年8月，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临时支
部书记罗世文和委员车耀先后，党员同志
们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反而是表现出
了“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成
立了由许晓轩任书记，韩子栋、谭沈明任
委员的新一届临时支部，并决定将“越
狱”定为狱中斗争的奋斗目标。在近一年
的准备时间里，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
分别制订了多套越狱方案。韩子栋因为经
常随看守到沙坪坝、磁器口购买生活物
资，计划利用到沙坪坝采买的机会从重庆
大学旁的中渡口坐渡船过江脱险。经过讨
论，支部集体认为韩子栋的计划最容易成
功，于是决定让韩子栋承担实施越狱、寻
找上级党组织的任务。

1947 年 8 月 8 日，韩子栋上身着衬
衣，下身穿短裤，头上戴一顶硬壳子草
帽，挑一副空担子，随看守卢兆春到磁器
口进货。两人从白公馆大门出发，一路往
东，经过童家桥，从幸福街进入磁器口市
镇，沿着今磁正街询行问市，一直走到嘉
陵江边码头，一如平常采买。从江畔往回
走的时候，韩子栋趁机提出要到沙坪坝再
看看行情，准备实施从沙坪坝逃离的计
划。但卢兆春怕热，不愿意再走沙坪坝。
韩子栋只得随着卢兆春往回走。两人没走
几步，就在街上巧遇童家桥警卫组便衣组
员胡为祥。胡为祥邀卢兆春到家里去打麻
将，说话间又遇到白公馆医官王殿和离职
警卫罗欢德，于是四个人带着韩子栋来到
磁器口古镇西端的唐家院胡为祥家中打麻

将。四人上了牌桌后，
留一名勤务兵在院中看
守韩子栋。韩子栋拿出
许多钱，请勤务兵去买
个西瓜，于是勤务兵支
开了。等勤务兵走远
后，韩子栋装作上厕所
的样子，从大门溜走。
他先来到街口，准备叫
一台滑竿，到中渡口去
坐渡船。可到了街口，
刚巧没有滑竿。他不敢
停留，立刻改变计划向
磁器口码头急行。到了
江边才发现江水大涨，
平时繁忙的码头没有一
条渡船。但他并没有慌
乱，而是按许晓轩的提
醒，为防特务用警犬追
捕，踏入江中，往上游
寻找渡船。走到金碧山
东侧文昌宫的断崖下
时，他看到一只小船经
过，连忙呼喊船夫靠
岸，提价包船，渡江至
江北，胜利脱险。韩子
栋脱险后，又历经45天艰难行程到达解放
区。找到组织后，他马上提出要见周恩来
同志汇报工作，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汇报
了渣滓洞、白公馆狱中组织的斗争情形。

韩子栋脱脸是渣滓洞、白公馆狱中党
员们共同书写的一段红色传奇。革命先辈
们在沙坪坝的大地上坚定理想信仰、养成
浩然正气，用生命去实践红岩精神的这些
英勇事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他们身上
表现出的精神伟力也必将鼓舞着沙坪坝人
民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新沙坪坝
建设中奋力前行。

1944 年,日军战力衰退，抗战进
入尾声。正在全国人民期盼最后胜利
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
广西等地遭到日军突袭，导致军队溃
散，大面积国土沦陷，史称“豫湘桂
大溃败”。桂林是日军这次攻击的重
要目标，位于桂林的各种机构纷纷向
大后方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李四光
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桂林辗
转迁往重庆，在沙磁文化区延续学术
生涯。

地质研究所艰难迁渝

地质研究所是民国时期最高科学研究机
关——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地质学科研究部
门，成立于1928年，成立后即由著名地质学
家李四光担任所长。由于创建地质研究所工
作繁忙，李四光于研究所成立当年辞去了北
京大学的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四光率地

质研究所从南京辗转迁往广西桂林。1944年
6月，日寇沿着湘桂铁路南下，直扑桂林，桂
林形势危急。事出突然，地质研究所的大多
数人员都在各地开展地质勘测工作，来不及
召回搬迁器材，李四光只得带领在所的七八
名工作人员携带轻便物品仓促离开桂林，经
过20多天艰难跋涉才到达贵州贵阳。李四光
的夫人许淑彬因旅途劳累，旧病复发，到达
贵阳后便卧床不起。李四光只得一边安顿研
究所，一边照顾生病的妻子。幸好，李四光
的学生乐森寻在贵阳的贵州矿产勘测团工
作，在他的帮助下李四光和研究所在贵阳万
松阁附近的一座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10月，贵州独山失守，
贵阳也受到日寇威胁。李四光不得不携病中
的妻子、率地质研究所再次起程，往重庆迁
移。途经遵义，李四光拜会了时任浙江大学
校长竺可桢。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驻在遵
义，为躲避这次日寇兵锋，竺可桢也在考虑
学校再次迁移事宜。于是竺可桢盛情邀请李
四光携地质研究所随浙江大学一起迁往贵州
湄潭。虽然李四光觉得一同迁往湄潭也是很
好的选择，但是地质研究所已经接到中央研
究院必须迁重庆的命令，行政命令不可违，
因而只得拒绝了竺可桢的好意，在遵义休整5
天后，又匆忙上路，前往重庆。

1944年12月，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到达
重庆。中央研究院虽然下令地质研究所迁重
庆，但是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办公场地和人员
居所。李四光到达重庆后，只能通过自己的
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李四光的
学生侯德封正在担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
长，经他安排，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驻于
小龙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内（图1），才算结
束漫漫北迁旅程，安顿下来。

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渝是当时地质界
一件大事，立即引起了学界关注，《地质评
论》专门刊发消息称：“近以时局关系，地质
研究所年底迁渝，已在四川（省）地质调查
所设办事处云”。不久，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
一届年会在沙坪坝召开，来自全国的200多名
地质界学者参会，会上李四光众望所归，被
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长。

地质研究所迁入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后，
因“人数过多，办公面积过小，颇形拥挤，
而寄物之房屋，则尤为狭隘。且甚黑暗潮
湿，空气復不易流通，至不合卫生之条件”，
一部分人员不得不在附近沙坪坝、磁器口等
地租房居住，办公场所除了借用四川省地质
调查所房屋外，还在重庆大学等处借房办
公。1945年，地质研究所购买了沙坪坝正街
167号一处西式洋房后，一部分人员迁到这里
办公，办公条件才稍微有所改观。

李四光最先居住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
内，后来为了稍稍改善居住条件，经朋友帮
助又在磁器口租了一栋小楼房暂时居住。他
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大学理
学院一间研究室里开展，这间研究室是他的
学生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俞建章为他安排
的。地质研究所的工作则需要到小龙坎处
理。因此，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工作和生活
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忙碌地穿梭于小龙坎、
沙坪坝、磁器口三地之间。

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

据俞建章回忆，“这次迁所时，由于人员
早已散开了，又没有钱，又没有人帮忙，李
先生（四光）受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把身体
累病了。”

1945年春的一天，李四光在从沙坪坝前
往小龙坎的路上突发心脏病，痛得直不起
腰，无法行走。幸好重庆大学地质系的助教
周敏（即周明镇，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经
过，发现李四光病得很厉害，赶紧跑到学校
把俞建章叫来，两人合力将李四光搀扶回家
中休息。俞建章又赶紧到歌乐山请来心脏病
专家张孝骞为李四光诊治。李四光经过张医
生的细心诊治，又静卧疗养了一段时间后，
病情才渐渐好转。俞建章回忆起李四光这段
艰难时光，不免心酸，他说：“这一时期李先
生心脏发病很厉害，还有失眠症，李夫人患
高血压病，高压200多。一间房子里有两张
床，躺着两个病人，我看了后内心实在是很
难过”。

但李四光即使在重病之中，仍然坚持科
学研究工作。当时，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
地质力学方面，并且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
就。他一边在重庆大学地质系的一间清静的
房子里编写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地质力学
之基础与方法》（图2），一边在地质系的试验
室做地质力学中的泥浆模拟
试验。常常忙得满头大汗，
衣服湿透而不自知。到四五
月间，他的研究基本完成，
书稿也有了雏形。正好重庆
大学和中央大学邀请他去作
讲座，于是他将自己最新研
究成果以“地质力学的基础
与方法”为题，分五次讲座
分享给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
的师生。来听讲的人很多，
主要是地质系的师生，也有
些对地质理论感兴趣的外系
师生。李四光讲得非常投
入，常常忘记了时间，有时
一讲就是一个上午，中途都
不休息；有时都忘了吃饭，
直到一个专题讲完为止。主
持人提醒他休息，他好像也

听不见。当时他已经近六十岁，身体也不太
好，但是讲到学术问题，一下子神情矍铄，
仿佛不知疲倦，学生们都被他这种学术精神
所感动。

讲座结束后，反响强烈，于是重庆大学
将讲稿整理成册印发，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
论开始传播开来。对于这次讲座，后来学界
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他20多年来悉心钻研
的成果，对建立地质力学学科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这次讲座标志着李四光一生最重要的
理论创新“地质力学”走向成熟，地质力学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石油勘测队伍在
松辽平原等地发现了一批油田，使中国摆脱
了“贫油国”的帽子。

建议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

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期间，不仅学术上
硕果累累，思想上也有巨大收获。1945年

夏，李四光到北碚休养，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主要领导周恩来两次秘密看望了他。第一次
看望，周恩来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主张，分析当时政治形势，并叮嘱李四
光多保重身体。“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
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
最大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
望’”。第二次看望，“周恩来向李四光建
议，把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
织，李四光非常赞同这个想法。”在周恩来的
关心和指导下，李四光与竺可桢、任鸿隽、
丁燮林、严济慈等科技工作者100多人，发起
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
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
中国科协）在沙坪坝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
长由竺可桢担任，监事长为李四光，总干事
为涂长望。中国科协总会设在沙坪坝，在西
南、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分
会，在美国、英国等也陆续成立了分会。一
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以后更发展到
几千人。（图3）

中国科协成立后，受周恩来等南方局同
志领导，成为统一战线上领导和团结科技界
人士的重要组织。关于它的重要作用，中国
科协的发起人之一谢立惠这样评价：“当时的
旧中国科协，就是为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服
务，也就是为团结争取科学技术工作者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政权，
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创造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的有利土
壤”。南方局正是利用中国科协这一组织，将
李四光等科技工作者从思想上紧紧团结到了
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所人员逐步回迁
南京。1946年，李四光将地质研究所在沙坪
坝购买的房子产权交给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
所长常隆庆。同年11月，李四光告别了生
活、工作两年之久的沙磁文化区，乘船离开
重庆，前往南京。新中国成立后，身居海外
的李四光不顾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坚决回
国，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成为第
一任部长（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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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内容由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文字/吴展渊）

周恩来在重庆两次秘密看望李四光

①①

▲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四光编著
的 《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

②②

④④

③③
▲1952年，李四光与周恩来在一起交谈。

▲

1952年，李四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揭牌。

在“七一”到来之际，
本报特推出一期“七一”副
刊，讲述发生在沙磁大地上
的革命故事，回顾党的光辉
历程，重温革命岁月，从中
汲取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力
量。


